
 
DOI: 10.16538/j.cnki.fem.20200811.301

平台工作自主吗？
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

刘善仕,  裴嘉良,  钟楚燕
（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摘　要：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出新型灵活就业形式，在线劳动平台通过互联网连接劳工

方和用工方，利用算法技术和数据信息实现劳动供给和需求的快速精准匹配。过去的研究认

为，在线劳动平台作为共享经济下工作者实现灵活就业、创造价值的新场所，提供了更加灵活

自主的工作机会。但事实上，在线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加强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工作者在行为

上的自主性受到限制与主观知觉上相信自主性能力增强的差异即工作自主悖论现象逐渐受到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系统梳理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与工作自主性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围绕“平台工作自主吗”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探讨，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出发针对算法管理影响

工作自主性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同时基于权力依赖理论阐释了工作自主悖论现象的

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最后提出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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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19年，在我国就业形势整体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共享经济领域就业仍保持较快增长，平

台员工数量突破623万，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人数约7 800万（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

心，2020）。新业态下的新型用工模式推动着劳动力市场创新，按需经济下互联网信息技术赋予

了工作者自主分配时间和精力的权力（Wood等，2019），直觉上，在线劳动平台通过互联网连接

性能够增强工作者选择何时何地以何种强度工作的自主性（Barnes等，2015）。但是，新技术驱

动的平台管理策略真正赋予了工作者更多的自主权吗？

上述问题于在线劳动平台新情境的工作实践中似乎得到了与传统主流观点不一致的结

论：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在线劳动平台企业所面对的最大管理挑战在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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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带来的“不确定性”，“控制”成为平台规避用工风险、保证劳动力成功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

必然选择。在线劳动平台基于实时算法技术将劳动力作为数据存储资产进行管理（Rosenblat和
Stark，2016；van Doorn，2017），工作者只有依照平台算法设计所传递的信息并按照指示内容来

完成工作才能获得报酬，这种隐藏在数据信息背后的传递，本质上是在线平台利用新技术手段

对劳动控制权力的支配（Rosenblat和Stark，2016）。因此，在算法技术实时监控的工作情境下，

与直觉相悖的现实情况是工作自主性可能会降低，灵活自主的新型平台用工模式下的工作自

主性似乎更加受限，同时工作者仍毫不知情地在实时量化、隐蔽智能的平台控制下拼命赶工，

工作自主悖论现象逐渐引起理论界的关注（Mazmanian等，2013；Shevchuk等，2019；王海侠等，

2019）。
作为工作自主性领域的一个新兴话题，数字技术对自主性的影响近些年受到诸多国际权

威期刊的关注，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及共享经济的发展催生出的在线劳动

平台正是基于数字技术构建了新的就业方式和工作情境（黄再胜，2019），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研究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但仍处于初级研究阶段，研究成果比较匮乏

且较为零散，不够系统深入，现有研究无法对“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机

制是什么”“哪些理论视角能够解释工作自主悖论现象”等问题做出清晰的解答。鉴于此，本文

针对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这一具有创新性、理论挑战性的话题展开研

究，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析，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出发针对算法管理影响工作自主性的代

表性研究成果进行述评，系统地探讨了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从任务分配、行为控制、数字声

誉、绩效评估和动态薪酬等多个方面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挑战了在线平台用工模式灵活自主

的传统观点；并基于权力依赖理论解释了工作自主悖论的形成机制及对工作者心理层面和行

为层面的潜在影响，对于综合系统地把握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和工作

自主悖论的研究进展以及从新的理论视角丰富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  在线劳动平台与算法管理

（一）在线劳动平台的新情境

1. 在线劳动平台的界定

共享经济是借助点对点的互联网平台实现交易行为的，而在线劳动平台的本质属性也是

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按需经济下的数字劳动匹配（Barnes等，2015），在线劳动平台作为建立工作

者和顾客之间交易关系的重要第三方，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工作者灵活自主就业的重要载体。

现有文献主要从商业模式和用工模式两个视角阐释在线劳动平台的概念：Kuhn（2017）以及

Howcroft和Bergvall-Kåreborn（2019）从商业模式视角出发定义在线劳动平台，揭示了平台、工

作者和顾客之间的交易关系和连接方式。他们认为在线劳动平台是利用数字技术来满足短期

劳动服务需求的盈利性公司，这些短期劳动服务需求既可以是远程的也可以是面对面的，其商

业模式是通过建立提供劳动服务的工作者和愿意支付劳动报酬的顾客之间的联系来获取收

益。Schmidt（2017）从用工模式视角出发对涉及劳动和工作资源的共享平台即服务型共享经济

平台进行分类，阐述了在线平台的业务运营基本架构以及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类型：一种是以

完成结构化任务为主的线上任务型平台模式，即顾客通过任务型在线平台把诸如出行、家政、

送餐等工作服务分配给平台工作者的一种经济活动；另一种则是以完成非结构化任务为主的

线上创新型平台模式，平台工作者通过互联网实现供需双方的信息匹配，远程完成技术型、创

意型工作，向创新型在线平台交付劳动成果以获取收入。然而，上述两种界定方式忽略了在线

劳动平台基于数据驱动的算法管理手段对工作者劳动过程实施的智能化管理策略（黄再胜，
 

52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3卷第2期）



2019）。因此，本文认为在线劳动平台是通过互联网连接劳工方和用工方，利用数据信息技术实

现短期劳动服务（结构化/非结构化）需求—供给的精准快速匹配，同时实施大数据驱动的智能

化平台算法管理策略以规避运营风险和实现盈利的科技创新公司。

2. 在线劳动平台的构型分类

随着共享经济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在线劳动平台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也衍

生出多样化的具体形态。Kuhn和Maleki（2017）根据劳动者对平台的依赖程度和工作自主性对

在线劳动平台的实践模式进行了分类；黄再胜（2019）则根据劳动供给地域性和劳动技能专业

化程度两个维度，进一步细分了在线劳动平台的类型。尽管上述研究初步对在线劳动平台的具

体形态进行了分类，但是未能揭示平台管理控制策略对工作自主性产生的影响。胡磊（2020）指
出，平台用工模式和工作者工作方式不同，进而平台控制劳动过程的重点和强度也不同，平台

用工主要包括“众包劳动”和“按需服务”两种模式。“众包劳动”主要以完成非结构化任务为主，

平台一般仅控制劳动结果，不干预离线的劳动过程；但是“按需服务”主要是以完成结构化任务

为主，结构化、碎片化、即时化的劳动服务需求为平台基于数字算法技术将劳动力作为数据存

储资产进行管理提供了机会（Rosenblat和Stark，2016；van Doorn，2017），平台既控制劳动结果，

又控制劳动过程。

因此，不同类型的在线劳动平台所实施的平台管理策略的控制程度是不同的，进而各类平

台工作者对平台的劳动从属强度也呈现出类型和层次的复杂多样化特征（胡磊，2020）。因此，

本文从在线劳动平台的任务结构化程度和实施平台管理控制的程度两个维度对在线劳动平台

进行构型分类（见图1）。首先，任务结构化程度高的在线劳动平台。此类平台主要提供按需服

务，但按照平台管理控制强度的不同可以细分为以下两类：（1）提供按需服务—弱控制平台：以

58到家、土巴兔装修等为代表的零工服务平台，此类平台的工作者并不从属于平台本身，例如

土巴兔装修平台上的工人可能与某地区某个装修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他们与平台之间并不

存在劳动关系，严格意义上此类平台只是将顾客和劳动供给方通过技术进行连接，平台并不直

接管理控制线下的工作者；（2）提供按需服务—强控制平台：以Uber、Instacart、滴滴出行和美团

外卖等为代表的消费服务平台，此类平台的工作者从属于平台本身，平台通过实施基于大数据

驱动的算法管理策略严格控制着工作者的工作流程和结果以减少用工不确定性给平台本身带

来的负面影响。其次，任务结构化程度低的在线劳动平台。此类平台主要提供微任务、创新众包

劳动，属于（3）提供众包劳动—弱控制平台：以MTurk、CrowdFlower、猪八戒网、阿里众包等为

代表的微任务众包、创新众包平台，此类平台采用全球大众均可参与并完成平台介导的微任务

的有偿劳动模式，具有弱劳动控制的特征，在线平台把更多的工作自主权让渡给接受任务的

“威客”（Witkey），基本不干预其工作决策权。本文主要关注诸如Uber、滴滴出行之类实施算法

管理策略的提供按需服务—强控制型在线劳动平台。

3. 在线劳动平台的实践与问题

在在线劳动平台发展初期，不论是实践界还是理论界都普遍认为这种新业态是企业实现

灵活用工、工作者实现自主就业的有效模式。例如，Sundararajan（2016）指出，平台工作者可以

灵活自主地选择何时、何地以及付出多少劳动，他们也可以选择同时在多个平台上工作，以减

少对任何一个平台的依赖，比如Uber司机可以同时承担Lyft和Juno公司的网约车运营业务。

Thomas（2018）的研究也发现，工作者可以在不受雇主控制和约束的条件下，基于应用程序设

计的业务运营架构和顾客信息资源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选择期望从事的工作类型。但是，随

着在线劳动平台诸多问题的暴露以及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学者们逐渐发现这种所谓的灵活

自主与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他们发现灵活弹性的就业安排所承诺的自由是虚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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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利用这种工作安排来减少对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用工责任。工作者被迫在雇佣合约安排的

安全范围之外直接面对市场，吸收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之前是由雇

主承担的（Arnold和Bongiovi，2013；Stewart和Stanford，2017）。此外，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线劳动

平台工作自主性还受到算法控制的影响。例如，Schörpf等（2017）在研究创意众包工作者的过

程中发现，平台利用在线评价机制和其他基于算法的控制手段对众包工作者的工作时间、收

入、创造力以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产生了重要影响。孙萍（2019）对外卖骑手的研究发现，

算法通过日益增强的精准性和标准化管理，将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置于细致入微的监管之下。

Duggan等（2020）指出，在线劳动平台会对工作者参加生产、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实施管理监

督，他们工作时间和任务安排的自主性会因智能算法控制系统的影响而下降。接下来，本文将

对在线劳动平台新情境下算法管理的概念及实践表现进行梳理和归纳。

（二）算法管理的概念及实践表现

算法既是一种计算公式，它基于统计模型或决策规则自主地做出决策，其过程无需明确的

人工干预（Eurofound，2018）；也是一系列指令的组合，它告诉计算机如何精准地按照步骤和规

则进行操作以完成某项任务，使组织能够利用人工智能解决创新产品、自主管理业务流程等复

杂领域中的问题（Mann和O’Neil，2016）。算法技术正在改变组织管理工作的方式，在线劳动平

台工作安排中的管理实践借鉴了Facebook和Netflix等数字媒体平台管理和影响其用户的方式

（Duggan等，2020），通过工作流程设计来管理工作，并基于数据服务器使用一系列算法指令代

码来控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工作者（Aneesh，2009）。
1. 算法管理的概念

目前，现有文献对算法管理这一新兴概念的界定还未达成一致，大多根据具体的研究情境

对算法管理概念做出调整，但是现有的算法管理定义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类（见表1）：第
一，控制主义认为算法管理是一种技术控制系统，它区别于传统的官僚控制，以工作场所实时

算法技术的使用为核心，有助于在线劳动平台在劳动过程变得去中心化和空间分散化的情况

下仍能有效地进行协调和控制（Duggan等，2020；Rani和Furrer，2020）。控制主义对算法管理的

研究大多聚焦于在线劳动平台实施的技术控制手段对工作者行为的影响，智能化算法管理能

够帮助在线平台在组织管理实践过程中有效地规避工作者灵活自主就业带来的劳动用工、业

务运营和服务质量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Rosenblat和Stark，2016；Wood等，2019）。第二，决

策主义认为计算机自主决策贯穿算法管理的全过程，是算法管理工作的核心（Möhlmann和
Zalmanson，2017；Wilson和Daugherty，2018；Jago，2019）。算法管理以计算机深度算法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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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线劳动平台的构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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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数据驱动组织内外部信息的集成来协助复杂问题的解决，在计算机算法庞大的信息处

理能力和高度理性的前提下，可以帮助管理者优化决策环境（徐鹏和徐向艺，2020）。决策主义

从管理者的决策职能出发，强调算法管理如何基于统计模型、一系列操作指令和数据信息辅助

管理方进行理性决策。在决策支持系统中，自动化算法负责制定和执行影响工作者行为的决策。
 

表 1    算法管理概念的界定

学派 研究者（年份） 算法管理的定义

控制主义

Rosenblat和Stark（2016） 基于算法技术通过“软控制”手段来监督和确保工作者行为的有
效性

Wood等（2019） 是一种数字控制形式，基于平台的评级和数字声誉系统来控制工
作者的行为与表现

Rani和Furrer（2020）
平台通过设计算法在几乎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工作者进行控
制，这些算法是一组为了对有关如何执行任务的指令进行编码和
编程而制定的规则和程序

Duggan等（2020） 是一种控制系统，智能化算法代替了管理者通常会执行的工作和
流程，从而约束工作者的行为参与并对劳动过程实施监督

决策主义

Möhlmann和Zalmanson
（2017）

基于大数据驱动的算法技术能够实现最优决策，算法管理被称为
“最理性的观察者和管理者”，是有助于动态、理性地进行管理决策
的新兴技术管理方式

Wilson和Daugherty
（2018）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将工作者和技术共同置于决策环境中，通过复
杂的智能算法逻辑协助决策者做出科学理性的决策

Jago（2019）
算法承担技术代理人的角色，基于统计模型设计一系列操作指令
自动化地进行决策支持，制定这些决策过去是经理和人力资源管
理专员所承担的职责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相关文献整理。
 
 

综上，控制主义更多地关注算法管理控制系统对工作者行为的规范和限制；决策主义则更

加强调算法管理的理性决策支持作用。控制主义所关注的算法管理的控制机制与工作者的行

为和态度更相关；而决策主义所强调的算法管理的决策支持作用与管理者的决策职能更相关。

本文主要探讨新技术迭代下平台管理策略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及自主悖论的形成机制，互联

网的连接性带来灵活自主的在线平台劳动模式，而在实时算法控制的情境下工作自主性却受

限，控制主义界定的算法管理更契合本文的研究情境，因此本文认为算法管理是基于计算机算

法技术设计的一套平台控制系统，该系统是为了对关于平台管理的操作指令进行编码和编程

而开发的一整套规则和程序，智能算法代替人工干预对工作者进行实时控制以确保工作绩效。

2. 算法管理的实践表现

事实上，算法管理于在线劳动平台的工作实践场景中十分常见，它不仅可以通过一套高级

算法自动协调和匹配劳动交易，创造供需整合的空间（Lehdonvirta，2018），同时还可以利用算

法技术对劳动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密切监控工作者所执行的任务（Duggan等，2020）。为此，

现有研究分别从算法管理如何实现线上劳动力市场供需快速匹配以及如何执行并创新传统的

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包括任务分配、行为控制和绩效评估等方面）两个问题出发来探究算法管

理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首先，算法技术实现了劳动力供需快速精准匹配。例如，Kuhn
（2017）和黄再胜（2019）指出，在大数据驱动的算法技术下，在线劳动平台凭借技术信息优势能

够快速完成劳动力和任务需求的精准匹配，这种按需经济下高效率的价值创造方式为工作者

灵活自主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De Stefano（2016）在研究零工市场的过程中也发现，技术变

革使工作者和组织在空间上实现分离，在线劳动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将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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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其商业运作模式下，潜在顾客和工作者之间通过平台自主地建立联系，大大提高了用工效

率。其次，在缺乏人力资源管理专员来协调平台工作者的情况下，算法管理对传统人力资源管

理过程进行了创新。例如，Schmidt（2017）在研究数字劳动市场时得出结论，算法管理削弱了对

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线平台利用算法技术充当虚拟自动化管理角色可以节省大量的

边际成本和人工成本，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流程（即任务分配和绩效评估）通过在线劳动平台

算法管理实现，如Uber和Lyft平台都基于顾客实时的匿名评价来监控工作质量。Rani和Furrer
（2020）同样认为，劳动分工越来越细造成工作单元逐渐缩小、任务内容逐渐量化，这为数字劳

动平台上的工作者通过算法自动分配和评估工作任务提供了机会，劳动平台对算法进行编码

和编程以控制工作流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线劳动平台通过数字技术连接性构建了顾客自主发布任务需

求以及工作者灵活自主就业的供需匹配交易空间，然而平台为了在缺少管理人员协调监控工

作者的情况下规避不确定性风险、保证业务运营质量，采取大数据驱动的算法管理手段来构建

控制系统，从而对平台工作者的工作实践产生影响。本文从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

性的影响、工作自主悖论的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三个方面，结合交易成本理论和权力依赖理

论，提炼出一个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与工作自主性研究现状的整合分析框架（见图2），对现

有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希望为该领域未来研究的拓展提供整体性方向。
 
 

算法管理

准备阶段 心理层面
·访问限制
·任务分配

执行阶段
·行为控制
·互动控制

反馈阶段
·绩效评估
·劳动定价

交易成本理论

负向影响自主性

工作自主悖论

权力依赖理论

劳动强化

满意度/幸福感/情
绪耗竭/身份紧张

……

行为层面
离职/工作—家庭
冲突/工作绩效

……

工作自主性

图 2    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与工作自主性研究现状的整合分析框架
 

三、  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

现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基于劳

动过程理论将在线劳动平台工作流程划分为工作准备、工作执行以及工作反馈三个阶段（吴清

军和李贞，2018），并主要从任务分配、行为控制、数字声誉、动态薪酬等多个方面梳理算法管理

与工作自主性研究领域的已有成果（见表2），最后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对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

理影响工作自主性的现有研究文献进行评析。

（一）工作准备阶段算法管理的影响

工作准备阶段是指平台工作者正式按照在线劳动平台业务运营架构从事劳动活动之前的

阶段，该阶段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访问限制和任务分配两个方面。

1. 工作者能自主加入平台吗？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中，组织会安排一系列员工招聘

和甄选活动来获取劳动力资源，这一过程无疑增加了组织成本（Stone等，2013）。但是，数字化

经济需要满足市场即时短期的劳动服务需求，在线劳动平台试图利用技术简化劳动力转化为

工作者的过程（van Doorn，2017）。Kuhn和Maleki（2017）认为，在线劳动平台利用算法技术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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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性进行在线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整合，工作者可以自主完成在线注册程序，待平台完成资格

认证后便可激活程序参与工作。然而，Rani和Furrer（2020）却认为，在实践过程中许多在线劳动

平台为了规避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求职者逆向选择的风险，自主开发了智能化算法筛选系统，自

动识别和筛选工作者资格信息，基于一定的规则设计访问权限和入职门槛，以限制那些不符合

平台基本要求的劳动力的流入，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歧视问题，例如许多平台明确地将某些

国家和群体的劳动力排除在外（van Doorn，2017）。
2. 工作者能自主获取任务吗？在线劳动平台开发之初的目的是将闲置劳动力资源利用起

来，为工作者提供顾客信息资源，促使工作者自主地搜寻工作机会实现供需匹配（Howcroft和
Bergvall-Kåreborn，2019）。例如，Downs等（2010）在研究亚马逊MTurk微任务平台时指出，顾客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布微任务解决需求，平台工作者可以自主地从顾客所发布的广告中搜寻

可完成的任务，自主决定是否投标参与竞争。但是，事实上平台工作者并不掌握自主获取工作

机会的控制权，在线劳动平台任务分配机制是由后台算法决定的。例如，Weber（2014）发现，在

TaskRabbit（一个在线跑腿平台）上，顾客发布任务需求，设定一个隐藏的最高价格，然后“跑腿

者”开始自由竞拍，并标注他们可以接受的最低价格，最后由算法认定哪些“跑腿者”是最匹配

的，最终由顾客进行选择。Wood等（2019）的研究也表明，Uber设计了一套自动匹配算法，通过

限制司机的拒单率保证在线资源较高的可调度性，并且智能算法会优先给那些综合评级高的

司机派单，技术削弱了工作者获取工作机会的自主性。

表 2    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

阶段 研究者（年份） 自变量 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
正（+）/

负（−）向影响

工作
准备

Kuhn和Maleki（2017） 技术
连接

算法技术连接性→劳动供需在线灵活匹
配→工作自主性（时间、地点、内容）

（+）

Wood等（2019） 任务
分配

自动匹配算法→技术决定任务分配→工
作自主性（计划安排）

（−）

Rani和Furrer（2020） 算法
筛选

算法自动筛选工作者资格信息→限制加
入平台的门槛→工作自主性（资格获取）

（−）

工作
执行

Malin和Chandler （2017） 互动
控制

平台基于算法设计互动程序→在互动程
序框架内满足顾客的互动请求→工作自
主性（沟通互动）

（−）

Matherne和O’Toole（2017）；
冯向楠和詹婧（2019）

行为
控制

算法实时信息推送→提醒工作者服务态
度和行为→控制工作者越轨和不文明行
为→工作自主性（行为方法）

（−）

Green等（2018） 电子
监控

顾客电子监控、上传信息→算法自动鉴别
信息→规范工作者当前工作行为→工作
自主性（行为方法）

（−）

工作
反馈

Downs等（2010） 任务接
受率

工作者任务接受率→在线评估绩效表现
→算法自动排序推荐任务机会→工作自
主性（机会选择）

（−）

Moreno和Terwiesch（2014） 数字
声誉

工作者的数字声誉→跟踪工作者的绩效
表现→给予奖励或惩罚→工作自主性（工
作声誉）

（−）

吴清军和李贞（2018） 在线
评价

顾客在线评价→控制工作者的工作时间、
工作方式等→工作自主性（绩效评估）

（−）

Veen等（2020） 动态
薪酬

算法可变定价系统→动态薪酬→收入不
确定→工作自主性（劳动定价）

（−）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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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执行阶段算法管理的影响

工作执行阶段是指平台工作者正式按照在线劳动平台业务运营架构从事劳动活动以创造

价值的阶段，该阶段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行为控制和互动控制两个

方面。

1. 工作者能自主完成任务吗？尽管在线劳动平台构建了一个没有监管者的工作环境，但是

工作者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仍会受到限制和规范，平台会利用智能算法技术鼓励或限制工作者

特定的态度和行为，算法技术承担了虚拟主管的角色。例如，Green等（2018）通过案例研究发

现，Upwork平台（一个综合类外包平台）支持顾客对工作者实施电子监控，顾客可以自主地向

平台系统上传工作者实施工作的动态信息，算法系统会自动鉴别信息并及时通知工作者以规

范其当前的工作态度或行为。Matherne和O’Toole（2017）也指出，Uber公司经常通过算法系统

向工作者推送信息，提醒工作者努力提高服务态度和工作质量，以控制工作者的越轨和不文明

行为，可以想象Uber司机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会被系统告知如何处理与顾客的冲突、如何努力与

顾客保持友好关系等。冯向楠和詹婧（2019）对外卖平台骑手的研究发现，平台不仅掌握信息源

和骑手数据，更依据骑手个人特征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平台开发的智能语音助手代替人工对骑

手进行约束和控制。工作者似乎正在沦为被机器操控的“傀儡”，自主地决定采取何种工作方式

将成为“幻想”。
2. 工作者能自主与顾客互动吗？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在线劳动平台通过算法技术试图

控制工作者与顾客之间的互动。尽管在线劳动平台基于算法设计互动程序的初衷是打破传统

沟通方式，通过技术手段丰富工作者与顾客之间的情感互动以减少平台工作者的孤独感并提

高顾客的满意度，但在互动程序的框架内工作者自主与顾客沟通的欲望和行为似乎减少了

（Kuhn和Maleki，2017）。例如，Malin和Chandler（2017）对Uber和Lyft两款在线打车软件的研究

发现，Uber在其应用程序中添加了一个图标，允许乘客在乘车的过程中在车载音频系统上播放

他们喜欢的音乐，如果司机随意拒绝乘客的服务请求，算法就会自动判定司机行为不当并予以

降低评级的惩罚；同时，Uber司机还经常抱怨其应用程序上缺少小费图标，而其竞争对手

Lyft在其应用程序上设置了可选不同金额小费的图标来提示乘客采取积极的互动行为，以增

加司机的额外收入。在互动程序的框架下工作者反而减少了自主与顾客互动的行为（Rosenblat
和Stark，2016）。

（三）工作反馈阶段算法管理的影响

工作反馈阶段是指在线劳动平台在工作者完成平台业务运营架构下的任务安排后，对工

作结果进行评估并决定予以奖励或惩罚反馈的阶段，该阶段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影响的研

究主要涉及绩效评估和劳动定价两个方面。

1. 工作者能自主控制声誉和评估绩效吗？与大多数在线市场一样，在在线劳动力市场中，

声誉机制在促进交易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声誉信息不仅包含交易双方的信任关系，通常

也可以用来对工作者过去的绩效结果进行评估并预测顾客未来的满意度（Kokkodis和Ipeirotis，
2016）。Moreno和Terwiesch（2014）在对在线服务市场声誉机制的研究中就指出，在线劳动力市

场很难预测交付成果的质量，而使用和实施能够代表工作者过去表现的声誉系统是解决这种

不确定性的有效方案。此外，van Doorn（2017）也认为，在线劳动平台将质量控制外包给顾客，

通过创造一种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绩效评估文化来不断地促进工作者服务质量的优化。一个关

键问题是，在线劳动平台通过以顾客评价为基础的数字声誉持续跟踪工作者的绩效表现，并以

此为依据对工作者实施奖励或惩罚（吴清军和李贞，2018），对平台工作者而言，声誉直接影响

他们的工作机会和薪酬水平，但是平台将工作者置于顾客在线评价的不确定风险中，并且通常
 

5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3卷第2期）



会在不提供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惩罚顾客感到不满意的工作，工作者经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Fieseler等，2019）。例如，Gandini（2019）研究发现，有些在线劳动平台上拥有较高顾客评价的

工作者能够比其他人更早收到新发布的工作任务通知，并且他们还可以从平台佣金收入中获

得小额奖金。Downs等（2010）的研究也发现，MTurk上工作者的绩效是通过他们的被接受率来

评估的，尽管那些被选率低的工作者不会被平台剔除，但大多数顾客会根据MTurk提供的算法

自动推荐系统过滤掉评价低的工作者，将这部分工作者排除在任务可接受范围之外。因此，在

这种权力不对等的情境下，工作者不仅不能自主控制数字声誉，并且基于在线评价的绩效评估

机制对他们而言也是不公平的。

2. 工作者能自主控制劳动价格吗？算法管理也扩展到定价领域，许多在线劳动平台还利用

大数据驱动的算法技术预测市场需求的高峰期，通过提供浮动的报酬来激励工作者提供劳动

供给，这种依靠算法确定的激增定价方式吸引工作者进入高需求区域（Gandini，2019）。这种基

于算法的动态薪酬方式的消极影响在于，提高了工作者收入的不确定性，削弱了他们对劳动定

价的自主权。例如，Veen等（2020）在对外卖平台Instacart的研究中发现，该平台于2018年放弃

了配送每件商品0.4美元的计件工资制度后，实施了一种算法可变定价系统，该算法基于用户

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能够准确地预测一周内不同时间段的需求量和配送比率，也能了解到

不同时间段工作者能够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并根据此标准定制每个人的工资。Rosenblat和
Stark（2016）的研究也进一步发现，Uber推出的实时算法技术可以通过在特定的时间段将司机

分配到特定的高需求区域来产生经济激励。

（四）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的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

在线劳动平台是按需经济下互联网信息技术驱动的产物，其商业模式的本质是在平台业

务运营架构下将一种或多种业务处理权限外包给自由职业者（Kuhn和Maleki，2017），通过技

术连接驱动供求双方的精准匹配，以整体满足顾客对短期劳动服务的碎片化需求，从而降低交

易成本，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共享经济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了过去由于交

易成本太高而不能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卢现祥，2016），共享经济背景下衍生出的在线劳动

平台的本质是实现灵活用工和自主就业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的确降低了市

场交易过程中的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技术创新使过去认为不能实现的潜在交易变成了可实

现的，同时，过去员工与企业的雇佣关系转变为工作者和在线劳动平台的自主合作关系（蒋岩

波和朱格锋，2019），避免了传统行政体系中员工权力上升带来的内化交易成本的再度升高

（Cusumano，2010）。
尽管在线劳动平台基于互联网技术成功建立了工作者和顾客之间灵活自主的交易关系，

降低了整合闲置劳动力资源的交易成本，但是灵活用工和自主就业的在线劳动平台商业模式

仍要面临因不可预期和各种变化环境下自主性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产生的对合约、价格、质

量讨价还价的议价成本，以及监督交易对象依照合约内容进行交易的监督成本等各种新的交

易成本（Rindfleisch，2020）。为防止企业边界延伸带来可能的交易成本风险，平台制定了运行

规则以规范市场交易活动，这种运行规则与传统的价格机制不同，促进了交易成本的内化和显

著下降（崔晓明等，2014）。面对灵活自主的平台商业模式，在线劳动平台开发了几乎没有人工

干预的算法管理控制系统，有效降低了事前交易成本（包括：搜寻信息、协商决策、交易保障）和

事后交易成本（包括：监督执行、强制执行、交易转换）。例如，在工作准备阶段，平台为规避自由

职业者的逆向选择风险设置了入职标准，并通过算法系统自动筛选（Rani和Furrer，2020）；在工

作执行阶段，平台为规避工作者做出违背顾客意愿、伤害企业声誉的不道德行为风险，通过算

法系统动态实时监控工作者行为（Green等，2018）；在工作反馈阶段，平台为规避业务外包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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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风险，将质量控制权转移给顾客，并通过算法系统的在线评价和声誉机制来就工作者的绩

效进行奖励或惩罚（van Doorn，2017）。
不可否认，从事在线平台劳动的工作者由于移动互联，的确在需求碎片化的共享经济市场

中更加灵活自主，但是为使因自主性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产生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在线劳动

平台实施算法管理，进一步强化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实际上对工作自主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同时，这种实时量化、隐蔽智能的平台算法控制系统会掩盖更高的工作要求和压力以及更严格

的监控环境，平台工作者则沉浸在独立工作的自由和积极情感中（Schmidt，2017），自发且乐此

不疲地拼命赶工（Lu，2009）。

四、  工作自主悖论的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

“悖论”一词在管理学领域的应用近年来十分广泛，例如服务化悖论（Gebauer等，2005）、悖
论式领导（Zhang等，2015）等，悖论被界定为长久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要素（Lewis等，2014）。
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变革，工作者所面对的工作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他们不可避免地面对看似

矛盾又相互关联的要素。基于上文的分析，灵活自主的在线平台用工模式由于平台实施的算法

管理反而削弱了工作者的自主权，尽管工作者在实际行为上的自主性受到限制，但其在主观知

觉上却相信自主性增强，从而陷入无法控制工作的工作自主悖论（Mazmanian等，2013；Shevchuk
等，2019）。接下来，本文将基于权力依赖理论尝试解释工作自主悖论的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

（一）工作自主悖论的形成机制

权力依赖理论认为权力方所控制的目标直接影响没有权力或权力较小的依赖者（Emerson，
1962），除了对目标的控制外，这种依赖关系很大程度上与权力方所掌握的资源相关。依据双方

对重要资源和目标的依赖关系，权力依赖形式可分为四种：A与B相互依赖；A与B互不依赖；

A依赖B；B依赖A。其中，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会强化被依赖方的权力地位（Wee等，2017）。
Wilson等（2010）的研究表明，下属因为领导控制了其实现职业目标所需要的生产资源、重要信

息和规划指导而不对称地依赖领导，这使得下属为了获得领导所控制的目标和资源，会时时刻

刻处在准备接受领导安排的任务或持续执行领导所安排的任务的工作状态，比如员工假期也

需要回复领导的工作邮件等。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者拥有的自主性越高，工作越投入，工作时间

越长，受企业控制就越多（Shevchuk等，2019）。王海侠等（2019）也基于权力依赖理论得出结论：

在互联网连接性环境中，由于权力依赖关系的影响，自主性并不总是带来更多的自主和自由，

同时也可能带来被控制和限制，自主性降低进一步引发工作时间的过度投入和情绪耗竭，影响

工作者的身心健康，工作者似乎无法控制什么时候停止工作，从而陷入工作投入升级的负性循环。

在在线劳动平台构建的工作情境中，独立非依赖的自主性受到平台—工作者依赖关系的

影响。例如，Thomas（2018）指出，工作者只能在应用程序所设计的业务运营架构内以及基于平

台所提供的顾客信息资源从事劳动生产，工作者不仅依赖于平台提供的信息资源，同时受算法

管理的影响，他们还依赖于平台对其提供的技术支持等。Hanrahan等（2019）也认为，基于算法

管理的在线劳动平台在生态系统中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信息，但是受算法控制的工作者对许多

功能信息却一无所知，这造成了不对称的权力。同时，工作者依赖于在线劳动平台提供的技术、

管理服务，以及工作机会、劳动报酬、社会认同等各类资源（Kuhn和Maleki，2017），这无疑加剧

了这种权力依赖关系的不对称。在权力依赖关系不对称的情况下，在线劳动平台按需服务的性

质直接造成工作碎片化（黄再胜，2019），这进一步加剧了工作者面对的不确定性。为应对新技

术带来的“任务危机”，工作者通常会拼命赶工，保持全天候在线的状态，那些经济状况欠佳、需

要承担各种家庭责任的工作者会自主地延长工作时间，并且还要承担各种风险（Shevchu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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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因此，尽管灵活自主的平台用工模式让渡了更多的工作自主权，但平台工作者不对称地

依赖于平台配置资源、控制劳动过程的权力，要自主地接受平台所实施的算法管理控制机制，

这又降低了他们的自主性，灵活自主的平台就业模式并没有给工作者带来更多的自主性，工作

自主悖论现象凸显。

（二）工作自主悖论的影响效应

在线劳动平台实施算法管理事实上构建了一个工作要求和压力更高的工作情境，工作者

自主地选择不断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即进行劳动强化（Lu，2009），这不仅会导致工作

负荷越来越大，更会影响工作者的身心健康。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将分别从心理层面和行

为层面分析工作自主悖论如何通过劳动强化产生具体影响。

1. 对工作者心理层面的影响。长期持续地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不仅会引起身体损

害，更严重地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许多研究表明，劳动强化会显著降低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幸

福感，提高情绪耗竭风险，工作者长期保持努力工作的状态会造成个体精力和情绪的耗竭，进

而对其态度和行为产生消极影响（Fiksenbaum等，2010；Ogbonnaya等，2017）。Ogbonna和
Harris（2004）指出，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许多消耗性工作所耗费的精力和体力需要通过休息

来恢复，持续的消耗和不充分的恢复会造成个体精力逐渐衰竭，从而对工作者情绪造成负面影

响。此外，在线劳动平台情境下工作自主悖论影响效应的一个有趣的研究问题是，工作者自主

性降低、工作任务不断侵占生活时间、工作负荷越来越大造成的以“小微创业者”身份加入平台

的工作者的身份紧张（identity strain）。身份紧张是指个体工作身份与当前环境不一致而产生

的紧张感（Kraimer等，2012），这种角色冲突和认知模糊造成的紧张感常常会造成工作压力和

工作倦怠（Moore，2000）。以平台创业者身份从事网络平台劳动的工作者将自身置于高风险和

不确定性环境，他们疲于奔波又受到平台算法的严格控制（Rani和Furrer，2020），这会使他们不

禁对自身的身份感到困惑，从而不自觉地进行自我身份适应，在此过程中会呈现身份紧张的表现。

2. 对工作者行为层面的影响。现有文献还从行为层面探讨了工作自主悖论的影响效应。

Ramsay等（2000）指出工作者劳动时间过长更容易造成事故、旷工以及离职等负面行为。此外，

工作—家庭冲突是工作自主悖论导致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作者不断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

强度会逐渐消耗个体的精力和体力，筋疲力尽的工作者很难兼顾家庭生活事务的处理，可以想

象一天工作到深夜12点的工作者很难再顾及家庭日常的活动安排（Macky和Boxall，2008）。另
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的工作碎片化的安排增强了任务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预估性可能会导

致工作任务不断侵占工作者的生活时间，这进一步加大了兼顾家庭生活的压力（Smith，2016）。
例如，Shevchuk等（2019）指出，许多平台工作者通常会由于任务不确定性而拼命赶工，保持全

天候在线的状态，以免错过任何工作机会，那些经济状况欠佳、需要承担各种家庭责任的工作

者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工作从而加剧了工作—家庭冲突。此外，对于企业而言，工作者拼命工作、

不断进行劳动强化不一定总是有利的，长期来看，工作者在自主性受控的情况下仍自主地延长

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会降低他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加剧情绪耗竭，进而降低工作绩效水

平（Mazmanian等，2013），最终阻碍组织的长远发展。

五、  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结论

在线平台劳动的独立性和分散性标志着零工经济时代工作方式的重大革新，算法管理作

为数字化时代的新型管理工具，对平台工作者实施的算法控制机制可能与平台所谓的灵活性

和自主性相矛盾（Duggan等，2020；Rani和Furrer，2020）。在此情况下，工作者由于工作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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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等因素仍拼命赶工，不断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而导致的工作自主悖论现象可能会对

工作者自身的身心健康造成威胁（Mazmanian等，2013；王海侠等，2019）。因此，深入分析在线

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影响的相关研究非常重要。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分别从工作准备阶段、工作执行阶段和工作反馈阶段对工作自主

性产生影响。具体而言，除了算法技术的连接性实现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灵活自主匹配有利于工

作自主性的提高外，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分别从任务分配、行为控制、数字声誉、绩效评估和

动态薪酬等多个方面削弱了工作自主性。第二，灵活自主的平台用工模式并未给工作者带来更

多的自主权，他们不对称地依赖于平台所掌握的劳动控制权从而自愿接受平台实施的算法管

理控制策略，进一步降低了工作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工作者反而陷入了不断自主延长

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从而进行劳动强化的工作自主悖论负性循环。第三，工作自主悖论会

通过劳动强化分别从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对工作者产生消极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最终会

阻碍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二）未来研究展望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述评，本文发现该主题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关于算法管理

的概念缺乏结构化、系统化的界定。第二，已有研究大多通过定性描述、案例研究的方法针对在

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影响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究，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多案例和实

证研究较少。第三，现有研究大多从工作实践的角度论述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与工作自主性

的相互关系，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的选取还比较薄弱，缺乏科学可靠的理论解释。第四，“在算

法管理降低工作自主性的情况下，工作者仍相信自己掌握工作自主权，并且自主地接受平台控

制”(即工作自主悖论)的边界条件还有待探索。第五，中国情境下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与工

作自主性的本土研究不足。以下将从五个方面分别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第一，对算法管理概念进行结构化、系统化的界定。由于算法管理是一个多维度、复杂的崭

新概念，当前学术界对算法管理的界定还未达成一致，主要形成了控制主义和决策主义两个学

派。控制主义以技术控制系统为核心对算法管理进行界定（Rosenblat和Stark，2016；Wood等，

2019；Duggan等，2020；Rani和Furrer，2020），决策主义以基于大数据驱动深度算法的自动优化

决策为核心对算法管理进行界定（Möhlmann等，2017；Wilson和Daugherty2018；Jago，2019）。本
文认为控制主义对算法管理的界定于在线劳动平台新情境下与工作者的工作实践关系更密

切，然而基于算法技术进行的智能化决策贯穿算法控制的整个过程，控制主义和决策主义对算

法管理概念的界定并不矛盾和冲突，可尝试将两种视角结合起来，但是需要对算法管理的概念

进行结构化和系统化的界定，以科学有效地探究算法管理各个方面对工作者和工作实践产生

的影响。

第二，采取多种方法、新技术手段重点推进实证研究。目前关于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与

工作自主性关系的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现有文献大多通过定性描述、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在线

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对工作者具体工作实践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未来需要采取多元化的研究

方法和技术手段重点推进实证研究以增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首先，要开发在线劳动平台算法

管理的测量工具，这是进一步推进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领域实证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通

过梳理文献发现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在实践过程中涉及任务分配、行为控制、数字声誉、绩

效评估和动态薪酬等多个方面，但是需要在算法管理概念结构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在线劳

动平台算法管理量表。其次，在线劳动平台拥有庞大的在线劳动力市场，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具

有巨大潜力的可即时访问的实验平台。研究者可在劳动平台上自由操作实验环境，相比于实验

室研究和田野研究，依托在线劳动平台的在线实验所需花费的金钱及时间成本更少，并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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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实验者效应（Burbano，2016），因此在线劳动平台为实验研究提供了更新颖、科学并且实验

成本更低的场所，未来的研究可依托在线劳动平台，招募平台劳动者进行在线实验，从而更高

效地推进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与工作自主性关系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

第三，采用更丰富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影响工作自主性的作用机制

及工作自主悖论的形成机制。目前，在线劳动平台新情境下算法管理对工作自主性影响的相关

研究主要围绕工作实践视角展开，探讨实践过程中算法管理从哪些方面具体地对工作自主性

产生影响，缺乏合适的理论视角并且理论基础比较薄弱。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员工的自主需要要

求他们能自由地掌控工作和生活，而不听从其他个体或组织的控制，工作自主性常被作为理解

工作者主动性动机的来源之一（Deci等，2017）。Deci等（2017）在一篇关于自我决定理论的文献

综述中强调要更多地关注工作环境中哪些因素具有控制性特征，这些控制性环境因素与工作

者的行为和态度是否具有因果联系。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主要被作为降低灵活自主就业不

确定性风险的新技术控制手段，未来可以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讨这种数字化时代算法控制因

素影响工作自主性的作用机制。此外，在算法管理降低工作自主性的情况下，“工作者主动延长

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以进行劳动强化”现象形成机制的理论解释也有待进一步拓展，本文

试图运用权力依赖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去解释工作自主悖论现象。工作要求—资源（JD-R）模
型将工作特征划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Demerouti和Bakker，2011），由于在线劳动平台算

法管理的实时智能化控制机制对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同时技术不确定性带来的工

作不安全感削弱了工作资源的缓冲作用，因此，在工作自主性被算法技术手段隐蔽地降低的情

况下，面对更高的工作要求以及工作不安全感带来的工作资源损耗，工作者很可能选择更加拼

命地工作，从而陷入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劳动强度越来越大的高负荷工作状态，未来的研究也

可以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进一步解释工作自主悖论的形成机制。

第四，探索工作自主悖论的边界条件。长期陷入工作自主悖论的负性循环会对工作者的身

心健康造成消极影响（Mazmanian等，2013），探索工作自主悖论的边界条件有利于缓解其诸多

方面的消极影响，但是现有文献对工作自主悖论边界条件的探索还很薄弱。基于组织支持理

论，Rhoades和Eisenberger（2002）指出组织对待员工的方式体现了组织对员工的理解和支持，

并强调程序公平是影响员工组织支持感的重要因素之一，组织在进行管理决策时给予员工充

分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即程序公平）能够增强员工对组织支持的感知。由于在线劳动平台的算

法管理主要是控制程序运行过程中信息传递的过程（Rani和Furrer，2020），这一过程中信息是

否透明、政策执行是否一致以及工作者是否具有上诉资格等有关程序公平的问题十分重要。例

如，Downs等（2010）在研究MTurk运作模式时发现，尽管有些工作者认为某些来自顾客的负面

评价是不合理的，但他们却没有办法将其移除，平台甚至没有设置上诉程序，这导致工作者由

于声誉问题最终选择离开平台。因此，当平台能够采取程序公平举措时，工作者可能会对平台

所采取的方式产生信任和认可，但是当平台违背程序公平原则时，他们会产生不公平感，这会

对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更为消极的影响。未来的研究也可以从平台、工作者和顾客三个方面

充分挖掘潜在的边界条件。

第五，拓展中国情境下的在线劳动平台本土研究以及平台管理策略研究。尽管近年来我国

共享经济中提供服务者的人数逐年增加，平台用工模式在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促进消费方式

转型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显现（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2020），但是针对中国情境下

在线劳动平台劳动关系、用工模式、行为决策、员工心理等诸多方面的本土研究还不足。在中国

传统价值文化的熏陶下，平台工作者在对遵从权威的认同、程序公平感知、风险承担意愿、组织

支持感知等方面自然呈现出本土化独有特征，因此没有人工干预的算法管理在人情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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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中国具有怎样的双刃剑效应还不得而知。同时，在线劳动平台以算法驱动的数字化管理

控制策略区别于传统的管理控制机制，将劳动过程纳入可计量的范畴，实现了对工作者的严格

精准控制和预测（陈龙，2020），灵活自主的平台用工模式在平台基于算法技术的管理控制策略

下逐渐丧失自主活力，在高要求和高压力以及实时精准监控的工作环境下，工作者拼命工作，

持续消耗体力和精力以换取报酬，单纯依靠数据模型衡量工作绩效的平台管理策略不仅会损

害平台工作者的合法权益，还会进一步限制平台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未来迫切需要

结合中国情境下的研究视角针对当下在线劳动平台的算法管理和工作自主性等相关问题开展

本土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完善我国数字平台经济劳动关系管理和维护平台工作者合法

权益的有效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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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reated  new  and  flexible  forms  of
employment. The online labor platform connects the employee and the employer through the Internet.
Based on algorithm technology and data information, it rapidly and accurately matches the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Previous studies reveal that the online labor platform, as a new place for workers to
achieve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create value under the gig economy background, provides a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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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 and independent work opportunity. The online platform has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 for the
labor process by adopting algorithm technology,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ker’s constrains of
autonomy in workplace behavior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the increased autonomy, that is, the job
autonomy paradox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circl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online labor platform algorithm
management and job autonomy, and discusses the core question of “is the platform work autonomous”.
Subseque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h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results of
algorithm management affecting job autonomy are reviewed. At the same time, it explain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influence effect of the autonomy paradox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wer dependence, and
finall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online labor platform algorithm management influences
job autonomy from the work preparation stage, the work execution stage and the work feedback stage
respectively. Specifically, in addition to the algorithm technology connectivity to realize the flexible and
autonomous matching of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job
autonomy, algorithm management weakens job autonomy from task allocation, behavior control, digital
reput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dynamic compensation, etc. Secondly, algorithm management
weakens the autonomy of workers and reduces job autonomy. In this case, platform workers are trapped
in the negative cycle of autonomy paradox, which is constantly extending working hours and increasing
labor intensity to strengthen labo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utonomy paradox can be based on the
power dependence theory. Thirdly, the autonomy paradox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workers from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levels, which will eventually hinde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existing studies, and future research could be done
along the following lines: Firstly, the concept of algorithm management could be defined in a structured
and systematic way. Secondly, future research could focus on promoting empirical study with multiple
methods and technical means. Thirdly, future research could enrich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online labor platform algorithm management affecting job autonomy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utonomy paradox. Fourthly,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lore 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autonomy paradox. Finally,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pand local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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